




元政府采取了比较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 ,允许各国商人自由来中国做买卖 ,元世祖时 ,“诏
行中书省左丞梭都、蒲寿庚等曰 :诸番国列居东南岛砦者 ,皆有慕义之心 ,可因番舶诸人宣布朕
意。诚能来朝 ,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 ,各从所欲。”①正是在这一政策下 ,沿海许多港市发
展起来 ,如江苏刘家港亦因为有广阔的腹地而成为贸易港口 ,这里番商云集 ,外通琉球、日本等
国 ,号称“六国码头”。元政府于至正三年 (1342) ,在太仓设立庆元市舶分司 ,专管海外贸易。
明代刘家港的海外贸易仍经久不衰。洪武初 ,明政府曾在太仓置黄渡镇市舶司 ,后因迫近
京师 ,出于安全的考虑 ,遂罢而不设。但仍保持着和各国的朝贡贸易 ,也允许各国使者携带番
货直接与民间贸易。
元明时代 ,太仓沿海的入海经商者日益增多。元代主持海上漕运的朱清、张王宣集团 ,同时
兼营海外贸易 ,“田园宅馆遍天下 ,库藏仓庾相望 ,巨艘大舶 ,帆交番夷中 ,舆骑塞隘门巷。”②成
为吴中声势煊赫的豪门富户。在他们的影响下 ,“市民漕户云集 ,雾瓮烟火数里”。又如海盐商
人陈思恭 ,常年泛海经营海外贸易 ,死于海上风涛。其妻庄氏及其子陈宝生从泉州迁居太仓
后 ,与孙天富结为兄弟 ,“复谋贸易于海外诸国”,“去中国数千里 ,足之所履无虑数十国”。③
元初 ,太仓还是一个不满百户的村落 ,自刘家港兴起后 ,日益繁盛 ,“外夷珍货棋置 ,户满万
室。”④“名楼列市 ,番贾如归。”⑤因为政府仰赖海运来实施漕运任务 ,太仓的地位显得日益重
要 ,太仓逐渐发展成为一座港口城市。史载 :“太仓昔未有州也 ,地横截海口 ,刘家大河径其南 ,
七鸦绕其北。”海港的兴起推动了海港附近人口的聚居和土地的开辟 ,张大纯纂《姑苏采风类
记》第六帙第 90 页中说 :“海在州城东七十里刘家港南 ,环七鸦港北百余里 ,东北至崇明县二百
六十里 ,其中河场片段 ,棋布星列。今皆开荒作田 ,多属崇明 ,而实太仓所统也。海水环州境入
诸港灌田 ,利莫大焉。”这种繁荣景象一直延续到明前期。外国来华贸易的海舶 ,有的直达苏州
郡城。据明张寅嘉靖《太仓新志》载 :“凡海船之市易往来者 ,必经刘家河 ,泊州之张泾关 ,过昆
山 ,抵郡城之娄门”。从而促进了苏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永乐帝的海外通关政策
也推进了刘家港的继续兴盛 ,“今永乐承平之岁 ,薄海内外 ,靡敢不服 ,九夷百番 ,进贡方物 ,道
途相属 ,方舟大船 ,次第来舶 ,太仓复旧之宏规。”⑥明人桑琳看到刘家港的兴盛局面 ,不禁赋诗




大海 ,枕长江 ,阻三泖 ,恃五湖。籍朱司农营卜第宅 ,丘墟遂成街市 ,港汊悉为江河 ,漕运完艘 ,
行商千舶 ,集如林木 ;高楼大宅 ,琳宫梵宇 ,列若鳞次 ,实为东南之富城矣。向因海贼之虞刘、盐
伦之割据 ,第宅煨烬 ,乔木赭伐 ,为丘为墟 ,于是江河日益以涸 ,士民日益以窘 ,深可叹哉。皇朝






效的解决办法。结果 ,正常的海上贸易活动被遏制了 ,人们不能束手待毙 ,商人转为盗贼的现
象日趋严重 ,真可谓“为丛驱雀 ,为渊驱鱼”。
元明时代 ,刘家港被看作是海防重地和军事港口。它“居大海之滨 ,控三江之口 ,东翼吴
会 ,南蔽松郡 ,三吴一重镇耳。”⑨明初 ,定都金陵后 ,刘家港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自长江口溯








提刑节制水军。入元之后 ,又归顺世祖 ,得授金符千户。依靠他们的努力 ,朝廷寝河运 ,行海
漕 ,“初年运漕还付四万石”,后增运至三百于万石。朱累官至昭勇大将军、河南行省参知政事 ,
大司农 ;张累官至明威将军 ,江西行省参知政事 ,并为海道运粮万户。朱子虎为副万户运粮 ,征
交趾 ,又为都元帅 ,征琉球 ,王宣子文虎初为千户 ,后擢为户部尚书 ,领漕事 ,弟侄婿皆为大官。朝
廷使他们由盗转为官 ,可以说是巧妙地虾害为利的有效办法。
随着海运业的兴起 ,元政府除了在浏河镇置漕运万户府外 ,至正十二年 (1351) ,又在太仓
城内设立昆山州水军都万户府 ,下辖定海、靖海和宁海三千万户所。在刘家港南北两岸和崇
明、嘉定等地各设水军分镇万户府 ,驻扎重兵守卫 ,明王朝建立后 ,进一步加强了刘家港的海
防。洪武元年 (1368) ,在太仓设立太仓卫 ,统军士一万一千二百名。洪武十二年 (1379) ,分太
仓卫官军之半 ,置镇海卫 ,与太仓卫同城而治。两卫分领吴凇江和崇明守御千户所。并遍设城
堡、烽堠 ,置巡检司 ,往返巡逻。元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海防的办法遏制祸乱 ,其态度是积极的 ,
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在元代 ,刘家港也先后遭到过多次海盗掳掠 ,尤其是元末战乱的破坏 ,使港口经济一
落千丈。延佑元年 (1314) 冬 ,刘家港遭到海盗牛大眼的剽掠。至正十二年 (1352) 和十四年
(1354) ,浙东方国珍两次寇掠太仓。至正十六年 (1356) ,方国珍又与割据平江的张士诚展开了
一场争夺刘家港的激烈战争 ,“太仓千门万户 ,俱成瓦砾丘墟”λϖ 。这座新兴的港口城市遭到了
一次毁灭性的破坏。到了明初 ,才逐渐恢复。刘家港虽多次遭到倭寇侵扰 ,但由于明初刘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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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王朝的统治者 ,当然会把王朝的命运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为了王朝的利益 ,他们必须
发展经济 ;为了王朝的利益 ,他们必须增加收入 ;为了王朝的利益 ,他们还必须加强海防 ,但是
封建王朝经常要面对诸多两难困境 ,他们经常奉行的政策取向是保守的 ,被动的和不全面的 ,
很长时期内海防呈点状分布 ,未形成完整的防线 ,因而出现此补彼绌的局面。
元至元二十三年 ,元政府设立盐课市舶提举司 ,隶广东宣慰司。三十年 ,立海南博易提举
司。至大四年罢之 ,禁下番船只。延佑元年 ,改立泉州、广州、庆元三市舶提举司 ,每司提举二
员 ;副提举二员 ,从七品 ;知事一员。λω元世祖定江南时 ,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返 ,互易舶货者 ,
其货以十分取一 ,粗者十五分取一 ,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 ,必著其所易之物 ,给以公文 ,
为之期日 ,大抵皆因守旧制 ,而为之法焉。于是至元十四年 ,立市舶司于泉州。
为了维持旨在体现王朝国威的朝贡贸易 ,明政府设立了市舶司制度 ,用于管理海外各国的
朝贡贸易往来活动。“洪武初设立太仓黄渡市舶提举司 ,提举一员 ,副提举二员 ,吏目一员 ,驿
丞一员 ,吏一员 ,寻罢。”λξ另据《明会要》载 :“洪武七年正月户部奏言 :海外诸国入贡 ,许附载方
物与中土贸易。因设市舶司 ,置提举官以领之。处设于太仓黄渡 ,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
州 ,以通日本、琉球及占城等西洋诸国 ,上以日本叛服不常 ,独限以十年之期 ,计通市一次 ,寻以
海禁日严 ,恐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取赂 ,并罢市舶司。”λψ
《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市舶条》说 :“市舶提举司掌海外诸番朝贡之事 ,辨其使表文、勘





二、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 ,即将物货尽实报官抽分 ,若停塌沿港土商牙侩之家不报者 ,仗一
百。虽供报不尽者 ,罪亦如是 ,物或并入官。停藏之人同罪 ,告获者官给赏银二十两。
三、凡把守海防武职官员 ,有犯受通番土俗哪哒报水 ,分利金银货物等项 ,值银百两以上 ,
名为买港 ,许令船货私人 ,串通交易 ,贻患地方 ,及引惹番贼海寇出没 ,戕害居民 ,除真犯死罪
外 ,其余俱问受财枉法罪名 ,发边卫永远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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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私自贩卖硫磺五十斤 ,焰硝一百斤以上者问罪 ,硝黄入官。卖与外夷及边海贼寇者 ,
不拘多寡 ,比照私收军器出境 ,因而走泄军情律 ,为首者处斩 ,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
五、凡官员、军民人等私得应禁军器卖与进贡人图利者 ,此依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军情律
斩 ,从者问发边卫充军。
六、凡沿海去处 ,下海船只 ,除有号票文引 ,许令出境外 ,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 ,擅造二桅
以上违式大船 ,将带违禁货物下海 ,前往番国买卖 ,潜通海贼 ,同谋结聚 ,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 ,
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 ,仍枭首示众 ,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 ,卖与夷人图利者 ,
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 ,因而走泄军情律 ,为首者处斩 ,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
下海之人 ,分取番货 ,及虽不曾造有大船 ,但纠通下海之人 ,接买番货 ;与探听下海之人 ,番货到
来 ,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 ,俱发边卫充军 ,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 ,
给以执照 ,于沿海边近处捕鱼打禁 ,巡捕官军不许扰害。
七、凡奸民希图重利 ,伙同私造海船 ,将由绢等项货物 ,擅自下海 ,船头上假冒势宦牌额 ,前
往倭国贸易者 ,哨守巡获 ,船货尽行入官。为首者用一百斤枷 ,枷号二个月 ,发烟瘴地面永远充
军。为从者枷号一个月 ,俱发边卫充军。其造船工匠 ,枷号一个月 ,所得工钱 ,坐赃论罪。
八、凡沿海军民私往倭国贸易 ,将中国违禁犯制之物 ,私献倭王及头目人等 ,为首者比照谋
叛已行律斩 ,仍枭首。为从者俱发烟瘴地面充军。
九、凡福建、浙江海船装运货物往来 ,俱着沙埕地方更换 ,如有违者 ,船货尽行入官。比照
越渡沿边关塞律论。其普陀进香人船 ,俱要在本籍告行照身 ,关津验明 ,方许放行。违者以私
渡关津论。巡哨官兵不严行盘诘者 ,各与同罪。
十、凡夷人贡船到岸 ,未曾报官盘验 ,先行接买番货 ,及为夷人收买违禁物货者 ,俱发边卫
充军。
十一、凡豪势之家出本办货 ,附奸民下海 ,身虽不行 ,坐家分利者 ,亦发边卫充军 ,货尽入
官。
十二、凡歇家窝顿奸商货物 ,装运下海者 ,比照窃盗主问罪 ,仍枷号二个月。邻里知情与牙
埠通同不行举者 ,各问罪 ,枷号一个月发落。
这些禁令部分于洪武年间颁布 ,部分为日后所增加 ,由这些禁令可以看出 ,对沿海商民来
说 ,不但通番贸易在被禁之列 ,国内海上贸易亦在禁令之中。这不仅违反了贸易有无的自然需
要 ,也扼杀了唐宋以来国人向海外发展的趋势 ,更进而逐步丧失了在南海累世经营的成果。对
泉州地区影响尤大 ,闽省已地狭人稠 ,农业生产不足 ,为谋生活 ,闽人自五代以来即世代以海为
田 ,以舶为家 ,因此闽南一带海外贸易大盛 ,但在明初海禁政策的严格执行下 ,闽南商客处此两
难之境 ,或放弃传统海商为生的事业 ,或继续违禁私自通番贸易 ,而在被发觉后 ,多携家出海 ,
流寓外国 ,以避重罚 ,或转而为盗 ,虽死不顾了。
明初政府允许中外官方通贡贸易 ,但海外诸国却不满足于有限度的通贡贸易 ,它们还借助
于与民间的走私贸易扩大交易范围 ,另外 ,明政府意识到它们通贡的目的在于牟利 ,又可能造
成秩序的混乱后 ,提出了对日本等国的贸易时间的限制 ,这无疑更加剧了日本等国的不满 ,它
们开始大规模地肆意进行起私人海上走私贸易 ,官方却只得以严厉的海禁作为回报。
海禁之后 ,海氛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日显恶化。万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户部”中
说 :“我朝书生辈 ,不知军国大计 ,动云禁绝通番 ,以杜寇患 ,不知闽广大家 ,正利官府之禁 ,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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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之地。如嘉靖间 ,闽浙遭倭祸 ,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 ,始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强夺其宝
货 ,靳不与直 ,以故积愤称兵。”沈德符认为东南沿海祸乱的动因在于豪族之间贸易利益分配不
平衡所致 ,豪右阶层不但不会在海禁政策中有丝毫损失 ,反而能利用海禁政策排斥贫弱小族 ,
赚取垄断性的高额利润。朱纨力图翦除这些豪右之家 ,结果反而让自己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
下场 ,为其他为官者提供了一个可悲的借鉴。这应看作是明王朝政治权威衰落的表现。
明太祖初定天下时 ,于直隶太仓州设黄渡市舶司 ,目的在于处理海外朝贡贸易 ,而伴随朝
贡贸易而来的还有海盗活动 ,官方发现“海夷狡诈无常 ,迫近京师 ,或行私窥 ,遂罢不设。”“洪武
七年又设浙江之宁波府、广东之广州府。其体制一同太仓。其后宁波寻废 ,今止广州一司存








宽政下 ,逐渐养成了依赖海上贸易取得厚利的习俗 ,我们不难从史籍中找到这样的例子 :为了
牟取巨大的利润 ,东南沿海人民乃至放弃农业而竟趋海贸或海盗活动。史载“漳泉等府诘猾军
民 ,私造双桅大船下海”λζ ,“虽以充军处之条 ,尚犹相结成风 ,造船出海 ,积相贸易 ,恬无畏
忌。”λ{“漳泉各澳之民 ,僻处海隅 ,俗如化外 ,而势豪散姓人家 ,又从而把持之 ,以故羽翼众多 ,
番船联络。”λ|“沿海奸民犯禁 ,福建尤甚。”λ}
由于封建政府在东南沿海地区推行禁海政策不力 ,又因为东南沿海地区人民逐渐养成了






不惜采取了禁海迁界政策 ,顺治十二年 (1655) 、十三年和康熙元年 (1662) 、四年、十四年 5 次下
达禁海令 ,多次重申“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 ,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 ,不论官民 ,
俱奏闻处斩 ,货物入官 ,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 ,其该管地方文武不行盘缉 ,皆革职从重治
罪”λ∼。并饬沿海疆吏 ,“把截隘巷”,不许外地海船进口 ,亦不准本地商船运载米、麦、钉铁等项
出口。µυ另外顺治十八年 (1661) 、康熙三年 (1664) 、十八年 (1679) 三次迁界 ,也造成了“昔之闾
里繁盛者 ,化而为墟矣 ,昔之鸠宗聚族者 ,化而星散矣 ,户口凋残 ,典籍失矣 ,兄弟离散 ,神主遗
之。”µϖ到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 ,为了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又在沿海地区设置合法港口 ,推进
中外沿海贸易的合法进行 ,从而增加国库收入。于是我们看到清代的贸易港口有逐渐北移的
取向。傅衣凌先生引王在晋《越镌》卷 21《通番》条记载 :“夫漳泉之通番也 ,其素所有事也 ,而
今乃及福清 ,闽人之下海也 ,其素所习闻也 ,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 ,又转而及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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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杭之置货便于福 ,而宁之下海便于漳 ,以数十金之货 ,得数百金而归 ,以百余金之船 ,卖千金
而返。此风一倡 ,闻腥逐膻 ,将通渐之人 ,弃农而学商 ,弃故都而入海。”傅衣凌先生说 :“这一段
记载很重要 ,它说明了十七世纪初年海上贸易港口的转移 ,渐从漳泉到福清、宁波、杭州 ,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呢 ? 因为以前是离开商品生产地的远距离贸易 ,这有利于商人 ,而
不利于生产者 ,现在的贸易港口逐渐从闽移浙的转化 ,正为着当时最大宗的输出商品 ,如丝纺









的职业 ,自然不得不转而为盗 ,“闽人滨海而居者 ,不知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 ,则不得
食。”µξ在海禁政策下 ,他们凭借着高超的水上技术开展起与官方周旋的活动 ,清洪科捷《防海
议》中说 :“盗贼之所恃者 ,以大海风波不测 ,瞬息万状 ,彼以生以长 ,委身一叶 ,固于磐石 ,乘风
破浪 ,杀人劫货 ,如探囊取物 ,彼弁将安享富贵 ,一遇飘摇 ,头眩目晕 ,安能与之争舟楫之利哉 ?”
看来 ,尽管“盗之与商 ,行踪既异 ,而商船重载 ,行每舒迟 ,盗船轻扬 ,动辄剽疾 ,一望可知。”政府
所派军队却往往亦无法翦除这股势力。事实上 ,这股势力其后反而不断得以壮大 ,唐枢说 :“各
年寇情历历可指 :壬子之寇 ,海商之为寇也 ;癸丑之寇 ,各业益之而为寇也 ;甲寅之寇 ,沙上黠
夫、云间之良户 ,复益而为寇也 ;乙卯之寇 ,则重有异方之集矣。”µψ可见 ,为寇也逐渐成为对抗
政府的一种手段 ,甚至变成谋求厚利的一种途径 ,而不再仅仅是无以为生者的聚集。福建海商
亦商亦盗特征的形成当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在有明一代的海洋政策上 ,也不是一味的推行海禁 ,有时又有开海 ,政策的明显摇摆状态
更扰乱了沿海的正常秩序 ,即“当事重臣意见各殊 ,更张无渐 ,但知执法 ,而不能通于法之外 ;但
知导利 ,而不知察乎利之弊 ,或以过激启衅 ,或以偏听生奸. . . . . . 闽广事体大约相同 ,观丙子
(万历四年) 、丁丑 (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海、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 ,量令纳饷 ,而漳潮之间旋
即晏然 ,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µζ在执法者那儿 ,理应针对实际情况 ,实施切实可行的具
体方案。但事实上 ,许多官员无所作为 ,有的贪蠹之辈甚至与豪右奸盗相勾结 ,中饱私囊 ,给国
家造成极大的损失。
清政府在翦灭了若干反清势力 之后 ,积极致力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和管理工作 ,在福建沿
海 ,海防官署也逐渐建立起来。譬如在晋江蚶江 ,与台湾的海上商业活动非常兴盛 ,但随之而
来的是“揽载偷越 ,弊窦滋焉。”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当事者“即条其利弊上诸朝议”,当时移福
宁府通判在蚶江专管“挂验巡督催台运暨近辖词讼”,租郡城民居作治所。到嘉庆八年 (1803) ,
郑垣奎代管此职 ,“念口岸紧要 ,责任非轻 ,且当洋匪滋蔓 ,防守尤难”。于是再度上书 ,方按规
定领银三千六百两 ,建立官署 ,除管理商务、诉讼外 ,还负有海防之责。即如碑记所云 :“方今圣
天子加意海疆 ,简舟师 ,严保用 ,将以肃清巨浸 ,奠安商渔。”µ{应该说 ,设置有效的机构 ,既为商
·6·
民的贸易事务提供服务 ,又注重解决沿海的海氛不靖问题 ,是政府管理海洋的明智之举。可惜
的是 ,这样有效的管理机构非常缺乏 ,其后清政府为了自身的安全 ,逐渐收缩允许贸易的范围 ,



























µ{庄为玑、王连茂《闽台族谱资料选编》附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作者王日根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邮编 :361005。
·7·
